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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它不仅与国家社会的文化资源管理功能直接相关，也与其作为科研行为进行管理的特殊性相关。

“文化遗产”是否成“学”，首先要看是否有独立的研究视角与相应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基础。“文化遗

产研究”与其他相关学科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种技术“内化”关系，对遗产的界定往往源于其他基础

学科的研究与判断，“文化遗产学”将全部遗产行为作为研究对象。遗产研究的核心内容应当是遗产

价值的形成过程。遗产理论、遗产保护、遗产资源管理这三个不同的研究方向大致可以涵盖我国未来

建设“文化遗产学”的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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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保护理论

自 2003年以来，我国的文博、考古、人类学等

领域中即开始出现关于“文化遗产学”学科建设

的讨论——它能否称得上一门学科，或仅仅是一

种社会工作？如其能够称为学科，又应当怎样建

设？曹兵武［1］、苑利［2］、孙华［3］、杨志刚［4］、贺云

翱［5］、彭兆荣［6］、杭侃［7］、李菲［8］、刘禄山［9］等学者

就这一话题进行了论述。在这些论述中，我们不

难发现，文化遗产研究领域自身所具有的分散

性、交叉性、开放性、杂糅性、实践性等特点对其

实现“独立”的学科身份似乎构成了一定的阻碍。

人们关心的是，如果将它作为一门学科来看待，

它是否能够“总括”众多已有的相关研究领域（如

考古、古建筑、口述史、文保科技等），有无总括之

必要，抑或只是一种基于各类已有学科而存在的

“学科对话体系”与“文化资源管理机制”，因而并

不必具备独立的学科立场？

直至 2018年前后，仍有学者认为，如以“遗

产”立“学”，那么，它只能是一种以保护遗产价值

为根本目的的“保护学”［10］。从上述讨论中，我们

大致看到了两种不同的思路。一种是从传统学科

专业建设的角度来审视文化遗产研究领域，责求

其作为学科的“独立性”；另一种则希望从跨学科

的角度来建构这一研究领域，而至于它是否能够

独立成“学”则并不重要。事实上，在 2020年前后，

我国开设与文化遗产有关专业或课程的高校已

经突破 50个，近期又有一批工科院校增设了古建

筑保护专业。如果将与之相关的文化产业类专业

都计算进来，则这一数字可能会过百。在很大程

度上，前述这些讨论所体现出来的仍旧是人们对

“文化遗产”在知识系统性与学理建设方面的忧

虑。事实上，2003年以来的这场讨论恰恰说明，研

究者已经得出了一个初步的结论——“文化遗

产”能否被称为某种“学”并不取决于人们的学科

分类尝试，而是取决于其自身的独立性与成熟

度。学者对于文化遗产研究的社会经济用途［11］、

价值保护功能［12］、意识形态建构作用［13］、文化资

源维系作用［14］、文化建设效应［15］等方面已经多有

讨论，不再赘述。笔者认为，“文化遗产研究”能否

成为所谓“学科”，可能并非仅仅取决于其所担当

的社会责任与技术实践工作，还要看它是否具备

建构研究对象并探索相关基础理论问题的原创

活力。准此，我们就必须尝试回答三个问题：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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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哪些问题才是该学科所探讨的基础问题，有

无相对严密的研究范式可言？第二，它与其他相

关研究领域关系如何，形成怎样的关联？第三，作

为一个完整的研究领域，其内部逻辑架构是怎

样的？

一、文化遗产学科研究的基础理论问题及研

究范式

“文化遗产”是否成“学”，首先要看它有无独

立的研究视角与相应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基础。

罗德尼·哈里森（Rodney Harrison）指出，在20世纪

70年代以前的西方遗产研究领域中，对遗产本体

及其保护技术的关注是唯一的研究旨趣［16］，即研

究者将遗产视为一种纯粹意义的“客观存在”，而

将“人”与“社会”摆在与之完全对立的位置上看

待。时过境迁，至 20世纪 80—90年代前后，西方

哲学领域中的“语言转向”（linguistic turn）开始波

及遗产研究领域，研究者开始着力探讨个体与遗

址、地方、景观的关系问题。从这一时期开始，个

体因素、社会因素、文化因素不再被视为遗产客

体的对立面，人类能动性和主观意愿在遗产建构

过程中所起到的核心作用逐步被勾勒出来。“社

会创造遗产并为当下所用”这一题目逐渐成为遗

产研究领域关注的重点。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

19世纪以来将遗产研究视为“保护科技研究”的

单一性学科定位。“价值”也不再被视为一种遗产

与生俱来的“天赋”之物。遗产研究对象形成的社

会过程、社会动因及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逐渐成

为该领域新的焦点。遗产研究所关注的实践行为

也不再局限于“保护”，它开始就遗产与人群之间

的相互关系进行广泛的探讨。布里特·索力（Brit
Solli）指出，能够为多数遗产学者所接受的观点是

“遗产建构论”［17］——人们在对“过去”事物进行

利用的过程中，不断对其赋予新的意义与价值，

从而建构出服务于各类现实需要的“遗产”。哈里

森将这一本体论反转过程界定为“去物质化”过

程，并将其视为遗产研究领域自 20世纪 80年代

以来所取得的最主要成就［18］。

20世纪 70年代以后，人们开始习惯于用“遗

产”指代“过去”，“遗产”逐渐被浓缩为“过去”的

标志、象征与等价物。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维度

来看，遗产研究逐渐演化成为一门研究人类社会

如何通过建构与利用“过去”来服务当下社会所

需要的学问。“遗产之用”或“过去之用”是联系 20
世纪 8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相关学术命题的中枢

与纽带。格雷戈里·艾施沃斯（Gregory Ashworth）

等学者将这一基础理论视角称为“今核范式”（the
‘present-centered’paradigm）［19］，其含义与中文语

境下的“古为今用”相近。它是过去四十年当中西

方遗产研究领域的基础理论范式，从这一范式出

发建构出来的遗产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五个

方面［20］：（1）遗产成因（社会心理诉求［21］、经济与

社会发展需要［22］、政治与宗教诉求［23］、社会现代

性因素［24］）；（2）遗产建构（遗产的物质性［25］、遗产

建构行为的普遍性［26］、原真性与价值的建构过

程［27］）；（3）遗产利用（遗产资源的利用方式与利

用过程［28］、遗产景观与地方含义［29］、认同与遗产

记忆［30］）；（4）遗产政治及伦理（遗产空间社会分

层［31］、遗产权力与遗产政策［32］、利益相关方权利

博弈［33］、遗产非物质性及情感伦理［34］）；（5）遗产

科技表现手段及其社会影响。自 20世纪 80年代

以来，“社会如何利用‘过去’”逐渐成为遗产研究

领域的核心话题。在近四十年中，研究者对人类

社会围绕“遗产”的阐释、遴选、规划、留存、保护、

包装、消费、管理、破坏、注销等实践行为及相关

社会机制进行了必要的阐释。研究者将社会建构

“过去”与使用“过去”的能动性与主观意图作为

立论基点，逐步消解了“价值天赋”等传统遗产观

中的谬识。人们不再预设任何价值的先验合法

性 ，而 将 其 视 作 一 种 社 会 文 化 建 构 行 为 的

产物［35］。

综上，文化遗产研究在社科领域内有其相对

独立的研究对象、关键理论问题以及稳定的研究

范式，其关心的主要问题有遗产价值的来源、遗

产的归属、遗产使用与相关权益分配等。我们或

许可以将“文化遗产学”界定为一种探索“当下”

社会如何建构与利用“过去”的学问。社会既是遗

产存在方式的归因，也必然受到各种遗产实践的

影响。正如劳拉简·史密斯（Laurajane Smith）所

说，遗产对于社会的意义在于人们用这些“物”去

“做了什么”，他们自己又在这种利用过程中“成

为什么”［36］。而我们所熟知的“保护”，则仅是众多

“遗产使用”行为类别中的一种而已。

二、文化遗产学科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

如果“文化遗产学”的提法能够成立，那么，

它与其他相关领域之间的边界又该怎样划定？我

们如何看待文化遗产与其他相关领域（考古、古

建筑、景观等）缠夹不清的关系？这里我们不妨先

来看看“考古学”的构成方式，其在发展过程中所

体现出来的杂糅性或许并不亚于“遗产学”，而这

也许能够对我们有所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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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考古学已在其内部分化出各种借

助自然与社会科学手段了解古代人类世界的次

级学科领域。实际上，如从“通过分析物质材料了

解古代人类世界”这一根本研究目标来看，考古

学的属性从未改变过。我们所看到的考古学发展

过程更多是考古学对其他学科的“借用”与“融合

发展”，最终在其学科内部形成了稳定的话语模

式——以“了解古代人类世界”这一根本目标为

纽带，它已经完成了各类技术手段的学科“内

化”。考古学借助其他学科的技术方法来实现自

己的研究目标，而它与所借鉴的物理学、统计学、

化学、刑侦科学、医学、材料学、建筑学、农学、植

物学、动物学仍旧保持着明确的学科界限——考

古学与它们之间并没有任何统属关系。但是，当

我们谈论“文化遗产学”的时候，仍有学者认为它

应当是一种与其他相关学科具有某种统属关系

的“上位”学科［37］，或者担心它很可能会呈现出一

种“文理大综合”的状态。那么，实际情况又是怎

样的？

如前文所述，考古学研究与其他相关学科领

域构成一种“工具借用关系模式”。其他学科为其

提供的既非研究目标，也非研究对象，而更多只

是技术手段或论证模式。遗产研究与其他学科的

关系模式则与此不同。作为一门研究“古为今用”

的学问，文化遗产研究所关注的主要是人类社会

对其“过去”进行界定、遴选、管理、处置、利用的

行为过程，以及这些行为对于社会的影响。但是，

文化遗产研究领域所关注的“遗产行为对象”与

考古学、人类学、建筑学、景观学等相关学科的

“研究对象”存在高度的重合性。从“遗产行为对

象”的含义界定与学术价值判定方面来说，多数

依据源于上述相关学科领域，这种关系模式显然

不同于考古学与其相关学科间的关系模式。威

廉·威廉姆斯（Willem J.H.Willems）指出：“考古学

研究的是‘过去’，而‘考古遗产’则关乎‘过去’在

现实中的处境……之所以一个考古遗址甚至其

全部景观都被称为‘遗产’，原因在于它们被赋予

了价值。”［38］托马斯·F.金（Thomas F.King）则更为

直接地将遗产建构过程解读为一种“认同”（recog⁃
nize）过程［39］。“认同”是一系列由浅入深的重要性

评判过程，包括：认知（文化含义）→认定（学术重

要性）→认可（社会相关性）→认领（情感寄寓）→
认养（留存保护）→利用（实现价值）。在这一系列

过程中，过去的“事物”逐步被认定为属于某一群

体的“事物”，亦即它们不再只是研究对象，而被

赋予更为严格的社会群体性意义。遗产行为的本

质是建构人群与“过去”（物质、非物质、实践）之

间关联性的过程。当我们去探讨“遗产研究”与其

他相关学科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

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种技术“内化”关系。事实

上，围绕每一类甚至每一处遗产，都存在着一系

列建构活动以及相应的社会关系网络，每一个案

例都会为遗产研究提供具体的遗产情境与研究

素材。而对这些遗产时空载体的界定，则往往源

于其他基础学科的研究与判断，如考古学研究对

象为某一遗址设立的时空框架，人类学研究对象

为某一古村落建构的宗族历史渊源。“文化遗产

学”与各学科的关系更像是一种实验室与培养皿

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是剧场与话剧布景之间的

关系——研究者须结合每一个具体案例情境去

重构遗产对象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与前述

考古学及其相关学科之间的“工具借用关系模

式”是完全不同的。

应当指出，将“文化遗产研究”等同于“文保

研究”的看法是存在一定问题的。如前文所述，文

化遗产研究作为一个探索性的学科，它并不将任

何价值或重要性视为先验性的研究对象，相反，

它看重的是价值形成的原因、过程以及影响。因

此，价值建构本身即是其观察的重点对象，而保

护工作是否开展、针对什么对象展开、留存到什

么程度、措施实施到什么程度或利用到什么程

度，都取决于价值建构过程。不仅如此，各种对于

“过去”的疏远、抵制、排斥、遗忘、“去价值化”现

象也同样是这一研究领域所高度重视的。在遗产

行为研究的天平上，其重要性绝不亚于所谓“保

护”。“文化遗产学”不仅要研究人们为什么要保

护与利用，也要研究人们出于什么原因决定不进

行保护与利用——任何遗产态度都是一种具体

的社会、政治、经济、情感、学术认知、现实利益等

诸多因素博弈与牵制的结果。如“文化遗产学”将

全部遗产行为作为研究对象，那么，它就不可能

只谈“保护”。简言之，“文化遗产学”的研究范畴

应当远大于“保护”本身。

三、文化遗产学科的“建构”问题

如欲将文化遗产研究视为一个学科，那么，

应当如何建构其研究与教学内容？调查显示，从

相关教材的设计方式与行业内部学术活动来看，

文化遗产研究仍旧表现出一种较强的“世遗化”

的态势，即在不同程度上向世界遗产权力机构的

解释、表述、标准、政策趋同，遗产工作与遗产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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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均呈现出一种“程式化”的趋势。这一方面缘于

世界遗产权力机构在全球范围内所建树的遗产

名誉授予方地位；另一方面，各地的遗产管理机

构都在不同程度上将世界遗产报选机制奉为“遗

产”研究对象本身。遗产研究的最主要内容即是

阐释既有价值分类、遗产分类、管理体系的合理

性及其运转规则，而非深入研究其背后的社会过

程。近期高校编写的遗产学课本实际上仍旧停留

在对于世界遗产体系现状的介绍与其价值取向

的阐释方面。哈里森指出，人们把更多的精力放

在对既有价值分类体系的研究上，而对于这些价

值门类的形成过程却总缺少必要的关注［40］。

价值形成过程应当被视为遗产研究的核心

内容，因为遗产行为在本质上是一种价值观投射

行为。文化遗产的形成过程本来即是一种“意义

之网”［41］的编织过程。从最初马克思主义历史学

者埃里克·霍布斯伯姆（Eric Hobsbawm）与特伦

斯·朗杰（Terence Ranger）等学者对社会传统发明

过 程［42］的 研 究 开 始 ，到 大 卫·罗 温 索（David
Lowenthal）等学者对于遗产原真性、历史与过去

的关系、遗产社会心理反思以及罗伯特·赫维森

（Robert Hewison）、艾施沃斯、拉斐尔·萨穆埃尔

（Raphael Samuel）、约翰·厄里（John Urry）等学者

对遗产利用现实动因的分析，再到史密斯对世界

遗产权力结构、物质性的批评以及哈里森对于世

界遗产既有二元结构视野的批评，研究者始终在

寻找文化遗产最现实的社会处境以及社会创造

遗产的真实动机。可以说，这一研究领域的活力

主要是来自对遗产建构行为中所蕴含的能动性、

情境、意义、价值等主观因素的不断揭示。

在世界遗产管理的工作领域中，在结构、内

涵、标准、分类等各个方面的调整都与遗产研究

领域自身的批判性与活力有着直接的关系。可以

说，没有在社科领域的批判研究，也就不可能有

遗产管理领域的任何进步。如欲将遗产研究构建

为一门学科，它就不能只停留在对于分类及管理

流程的介绍方面，也不能把遗产研究单纯等同于

遗产保护工程或管理工作。那样，这种遗产研究

即不可能获得成为一门真实学科所必须具备的

辩证性与原创性。目前，我国的遗产研究工作仍

旧缺乏必要的理论思辨力量。在教学方面，它更

多地将遗产分类、遗产管理流程与保护工程作为

某种“成形”的知识体系或技能进行传习，这可能

会导致遗产实践工作与社会科学理论的严重

脱节。

在严格意义上来说，遗产理论、遗产保护、遗

产资源管理三者是遗产研究领域中的三个不同

的研究方向。遗产理论研究以所有与“遗产”相关

的人类社会行为作为研究对象，核心研究内容为

价值形成过程、遗产建构与遗产利用，即在最广

泛意义上探讨社会与其“过去”的关系问题。应当

指出，这个研究领域并不以保护为预设目标或必

然结果。其案例研究对象涉及从可移动文物到博

物馆、景观、遗址、历史建筑、传统村落、口述史、

文化传统等任何社会价值载体，所探讨的是在各

种具体情境下存在的价值建构、遗产利用方式及

其社会影响。遗产保护研究则主要包含社会政

策、保护科技两个基础研究方向。前者主要在保

护政策与规定方面进行阐发，探讨的是对不同类

别遗产对象作为公共社会文化资源进行维系的

社会需求与规则可行性；后者则主要是针对保护

目标开展的基础研究，如土壤环境、腐蚀劣化机

理、保护材料、传统技术等。遗产资源管理研究则

是以具体的案例为研究与工作对象，以实现保护

与管理效果为最终目标。笔者认为，以上三个研

究方向大致可以涵盖我国未来建设“文化遗产

学”的基本内容。

四、结语

在我国现行的学科分类中，文化遗产属于跨

学科研究领域，考古学、文物与博物馆学、建筑

学、历史学、人类学、地理学都可能开设相关课程

甚至专业。这反映出这个研究领域的实际分布状

态和学科特点，即它目前仍旧是一门以遗产对象

本身分类为专业设置依据的学科。这在一定程度

上体现了该类教研工作对保护技术能力培养的

侧重以及在社科理论范畴中相对薄弱的实际情

况。“遗产”作为社科研究领域研究对象的出现率

相对较低。换言之，将“遗产”作为一般社会现象

所进行的研究还不是社科研究领域的重要话题，

这也就意味着遗产研究的“原动力”尚未被激发

出来。可以说，“遗产”在社科研究领域中的息声

使现有的遗产教育在遗产思辨性培养上处于极

大的困境之中，它正在逐步向应用型学科和管理

型学科靠近。当我们回顾文化遗产在过去四十年

中的发展过程的时候，我们或许会发现，推动这

一学科发展的关键贡献主要出现在哲学社会科

学领域之中。而这中间最为重要的是被称作“去

物质化”的遗产话语反转——人类社会创造遗产

并为自己所用。如研究者所指出的，文化遗产这

门学问不仅是关乎文化的继承与创新，也是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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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和人文之间、过去与未来之间的一门系统性

学问［43］。在过去四十年里，“古为今用”逐渐成为

遗产研究领域的核心研究范式，而在 21世纪的今

天，研究者也在进一步寻找突破这种范式的方法

——如何利用遗产建设与服务未来［44］。相比于

“立学”与否而言，遗产研究在哲学与社会科学领

域中的息声则更令人担忧。

（近期，教育部颁布了《学位授予单位（不含

军队单位）自主设置二级学科和交叉学科名单》，

其中直接以“遗产”命名的牵涉 18 个由大学自主

设置的二级学科和4个交叉学科。值得注意的是，

18个二级学科之上的一级学科几乎没有重复，涉

及考古学、语言学、设计学、图书情报与档案管

理、艺术学、城乡规划、材料科学与工程等。这表

明，在现在的学科设计语境中，有更多的固有研

究领域开始从自身研究对象的角度出发关注“遗

产”问题。4个交叉学科所涉及的一级学科情况较

为单一，它们主要是来自于建筑规划研究领域。

总体上，虽然教育行业已经开始意识到了遗产问

题的杂糅性，但更多教育机构仍然选择在固有的

一级学科框架内建构遗产研究领域。其中存在三

个重要问题：（1）在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理论领域

中以“人类对其过去进行利用”的“本位范式”仍

旧没有被视为既有学科建构其“遗产”领域的共

同理论基础，教学内容的差异性远大于共性，实

践性的受重视程度远大于理论性；（2）现有学科

仍旧以研究对象的物质或非物质属性作为基础

分类依据；（3）交叉学科所涉及的一级学科在本

源上仍旧过于趋同，或原本即属于一个大的学科

家族，教学内容的共性远大于差异性。简言之，在

现有学科的分类体系中，文化遗产研究本该具备

的哲学、社会科学属性并未受到重视，对于不同

研究对象的检视与相应的教学工作仍旧缺乏共

同的基础理论视角。）

［1］傅兵（曹兵武）：《文化遗产学：试说一门新兴学科的雏

形》，《中国文物报》2003年5月30日。

［2］苑利：《文化遗产与文化遗产学解读》，《江西社会科学》

2005年第3期。

［3］孙华：《文化遗产“学”的困惑》，《中国文化遗产》2005年
第5期。

［4］杨志刚：《文化遗产科学的学科建设及其“对象”问题》，

《中国文物报》2006年8月18日第8版。

［5］贺云翱：《文化遗产学初论》，《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

科学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6］a.彭兆荣：《遗产政治学：现代语境中的表述与被表述关

系》，《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 2
期；b.彭兆荣、肖坤冰：《人类学与“遗产”研究》，《西北第

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7］李菲：《中国高校首届文化遗产学学科建设研讨会综

述》，《文化遗产》2008年第3期。

［8］李菲：《“文化遗产学时代”问题与路径》，《重庆文理学

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9］刘禄山：《文化遗产保护学科建设现状与思考》，《中国

文物科学研究》2013年第2期。

［10］孙华：《遗产与遗产保护学——以文化遗产学的学科

范畴为中心》，《遗产与保护研究》2018年第12期。

［11］李军：《文化遗产经济价值探源》，《文艺研究》2007年
第1期。

［12］孙华：《文化遗产概论（上）——文化遗产的类型与价

值》，《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2020年第5期。

［13］曹兵武：《物的意识形态化历程与文化遗产的价值问

题》，《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2021年第3期。

［14］孙华：《文化遗产概论（下）——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管

理》，《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2021年第6期。

［15］同［5］。

［16］R. Harrison. Heritage: Critical Approaches. Routledge,
2013.

［17］B. Solli. Some Reflections on Heritage and Archaeology
in the Anthropocene. Norwegian Archaeological Review,
2011, 44(1).

［18］同［16］。

［19］G.J. Ashworth, B.J. Graham & J.E. Tunbridge. Pluralis⁃
ing Pasts: Heritage, Identity and Place in Multicultural

Societies. London: Pluto Press，2007.
［20］因笔者学力所限，本文所引用的参考文献只是相关研

究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

［21］a. T. Barnes, H. Clout. Biographical Memoirs of Fellow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XVIII, 337-363, Posted 31 Octo⁃
ber 2019. British Academy 2019;
b. D. Lowenthal. 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 Cam⁃
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c. D. Lowentha.Why the Past Matters. Heritage and So⁃
ciety，2011, 4:167.

［22］a. P. Wright. On Living in an Old Country: The National
Past in Contemporary Britain.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2009;
b. P. Wright. A Journey through Ruins: The Last Days of
London. London: Radius,1991；
c.R. Hewison .The Heritage Industry: Britain in a Climate
of Decline. London: Methuen,1987；
d. R. Samuel. Theaters of Memory: Past and Present in

10



《东南文化》2022年第5期总第289期

Popular Culture. London: Verso,1994:149；
e. M. Bower.Chapter Two Marketing nostalgia: An Explo⁃
ration of Heritage Management and Its Relation to the
Human Consciousness. M. A.Cooper, A. Firth, J. Carman&
D. Wheatley (eds.). Managing Archaeology. Routledge,
1995.

［23］a. P. Gathercole, D. Lowenthal (eds.) .The Politics of the
Past (One world archaeology, 12). Routledge, 2004；
b.L. Meskell (ed.). Global Heritage:A Reader. Wiley Black⁃
well, 2015.

［24］a.D. Brett. The Construction of Heritage. Cork: Cork Uni⁃
versity Press ,1996;
b. Douglas. Risk and Blame: Essays in Cultural Theory.
London: Routledge,1992 ;
c. K. Walsh.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Past: Museums and
Heritage in the Post Modern Worl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1992 .

［25］M. Shanks.‘Symmetrical Archaeology’. World Archaeolo⁃
gy, 2007, 39(4): 589-596.

［26］a. D. C. Harvey. Heritage Pasts and Heritage Presents:
Temporality, Meaning and the Scope of Heritage Stud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2001，7（4）：

319-338;
b. D. C. Harvey.The History of Heritage. B. Graham, P.
Howard (eds.). The Ashgate Research Companion to Heri⁃
tage and Identity.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2008.

［27］a. D. Lowenthal. Authenticities Past and Present. NPS
(ed.). CRM: The Journal of Stewardship, 2008, 5(1);
b. D. Lowenthal. Authenticity? The Dogma of Self-Delu⁃
sion. M. Jones (ed.). Why Fakes Matter: Essays on Prob⁃
lems of Authenticity. Antique Collectors Club Ltd，1993;
c. D. MacCannell.? Staged Authenticity?Arrangements of
Social Space in Tourist Settings. American Journal of So⁃
ciology, 1973,79：589-603;
d. J. Urry. How Societies Remember the Past. S. Macdonald,
G. Fyfe (eds.). Theorizing Museums: Representing Identity
and Diversity in a Changing World. Blackwell, 1996;
e. P. J. Ucko. Enlivening a‘Dead’Past.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of Archaeological Sites, 2000, 4: 67-92.

［28］B. Graham, G. J. Ashworth &J. E. Tunbridge. A Geogra⁃
phy of Heritage Power. Culture and Economy. Routledge,
2000.

［29］G. J. Ashworth, B. Graham. Senses of Place: Senses of
Time. Routledge, 2005.

［30］a. R. Terdiman. Present Past: Modernity and the Memory
Crisis.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3;
b. N. Shepherd, N. Murray.‘Introduction: Space, Memo⁃
ry and Identity in the Post-Apartheid City’. N. Murray,

N. Shepherd & M. Hall (eds). Desire Lines: Space, Memo⁃
ry and Identity in a Post-Apartheid City. Abing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1-18;
c. G. Olick, J. Robbins.‘Social Memory Studies: From

“Collective Memory”to the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Mne⁃
monic Practic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995, 24:
105-140.

［31］同［28］。

［32］a. L. Smith. Uses of Heritage. Abing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06;
b. L. Meskell. A Future in Ruins：UNESCO, World Heri⁃
tage, and the Dream of Pea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c. L. Meskel.‘UNESCO’s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 at
40: Challenging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Order of In⁃
ternation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Current Anthropolo⁃
gy，2013, 54(4).

［33］J. E. Tunbridge, G. J. Ashworth. Dissonant Heritage: The
Management of the Past as a Resource in Conflict.
Chichester: John Wiley，1995.

［34］a. L. Smith. Industrial Heritage and the Remaking of Class
Identity: Are We all Middle Class Now? S. Berger (ed.).
Constructing Industrial Pasts: Heritage, Historical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Regions Undergoing Structural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Berghahn Books, 2020: 128-145;
b. L. Smith. Heritage, Gender and Identity. B. Graham, P.
Howard (eds.). The Ashgate Research Companion to Heri⁃
tage and Identity.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2008;
c. L. Smith, M. Wetherell& G. Campbell (eds.) . Emotion,
Affective Practices, and the Past in the Present. Routledge,
London，2018;
d. L. Smith, E. Waterton. Chapter 15 The Envy of the
world? Intangible heritage in England. L. Smith, N.
Akagawa (eds.) . Intangible Heritage. Routledge，2009.

［35］所谓“价值”不再是一系列给定的清单，而是一组相关

问题：遗产对谁而言重要，对谁而言有用，出于哪些具

体动因人们认为它重要等等，它始终处于动态的对话

与质询过程之中。

［36］同［32］a。
［37］贺云翱、毛颖：《走近“文化遗产学”：问题与对策——

贺云翱教授专访》，《东南文化》2011年第5期。

［38］W. J. H. Willems. The Future of World Heritage and the
Emergence of Transnational Heritage Regimes. Heritage
& Society, 2014, 7 (2): 105-120.

［39］Thomas F. King的个人网页，［EB/OL］［2022-06-30］
https://crmplus. blogspot. com/2020/11/is-heritage-verb.
html.

［40］R. Harrison. Heritage: Critical Approaches. Routledge,

11



试论“文化遗产学”的学科理论建设问题

2013.
［41］C. Geertz.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Basic Books,1977.
［42］E. Hobsbawm, T. Ranger (eds.). The Invention of Tradi⁃

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

［43］同［13］。

［44］R. Harrison et al. Heritage Futures: Comparative Ap⁃
proaches to Natur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Practices. UCL
Press, 2020.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Studies as An Academic Discipline
WANG Ren-yu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10)
Abstract: The discussion on the status and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studies as an academic dis⁃

cipline has received great attention over the past decade. It is not only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cultural re⁃
source management function of the national society, but also concerns the special feature of its management
as a scientific research act. For cultural studies to become a discipline, it is important to have an indepen⁃
dent research perspective and a corresponding theoretic foundation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The re⁃
lationship between“heritage studies”and other related disciplines is not a technical“internalization”. The
recognition of heritage is often derived from the research and findings of other disciplines. Heritage studies
takes all acts of heritage as its research object, and the research should focus on the process of value forma⁃
tion. The three research directions of heritage theories,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heritage resource manage⁃
ment can roughly cover the basic contents of the future construction of“cultural heritage studies”in China.

Key words: cultural heritage studies；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cultural heritage research；research
paradigm; disciplinary relations;disciplinary system; heritage theories;heritage protection; heritage resource
management

（责任编辑：王 霞；校对：张园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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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韩文提要

『東南文化』2022年第5号主な論文の要旨

1.「文化遺産学」の学問理論構築問題を論ずる（王刃餘）

要旨：文化遺産の研究分野の「学問の資格」とその建設は、この十数年来、関連分野の学者が関心を持っている

重要な問題だ。それは国家社会の文化資源の管理機能に直接関係しているだけでなく、科学研究行為としての管理

の特殊性にも関係している。「文化遺産」が「学」になるには、まず独立した研究視点と相応する哲学社会科学理論の

基礎がなければならない。「遺産の研究」と他の関連学科の間の関系は技術の「内化」関系ではなく、遺産の定義は往

々にして他の基礎学科の研究と判断に由来し、「遺産学」はすべての遺産行為を研究対象とする。遺産研究の核心は

価値形成過程でなければならない。遺産理論、遺産保護、遺産資源管理の3つの異なる研究方向をほぼカバーするこ

とができます中国の将来の建設"文化遺産学"の基本的な内容。

キーワード：文化遺産学 学科建設 文化遺産理論 研究モデル 学科関係 学科システム 遺産理論 遺

産保護 遺産資源管理

2.江蘇常州天寧区寺寺墩遺跡2019年度調査概報（南京博物院 常州市考古研究所）

要旨：寺墩遺跡は20世紀 70～ 90年代にしばしば重要な発見があり、特に寺墩三号墓は学界で有名である。

2019年 3月、寺墩遺迹の第 6次学術発掘が正式に始まった。南京博物院は常州市考古研究所と共同で、土墩の東側

に貴族墓区北西部の学術発掘を行ったところ、新石器時代の墓、灰坑、灰溝、井戸などの遺跡が見つかり、土器、石

器、玉器などの遺物が出土した。土墩の東側に貴族墓区の構造配置と年代区分などの問題についてよりはっきりし

た認識があった。

キーワード：常州 寺墩遺跡 新石器時代 崧沢文化 良渚文化 彩陶

3.江蘇興化市蒋荘遺跡良渚文化高ランク墓調査概報（南京博物院）

要旨：2011年から2016年にかけて、南京博物院は2回にわたって興化蒋庄遺跡の学術発掘を行い、良渚文化墓

地の1カ所を完全に発掘し、284基の墓を整理した。その中の10の墓葬に副葬された琮、璧などの玉の礼器、高ラン

クの墓葬、南の墓地に集中分布しています。これらの高ランクの墓から出た玉琮、璧は寺墩遺跡を代表する太湖北

部良渚文化貴族大墓から出た型式と同じで、年代は良渚文化中晩期に相当する。江淮東地区の良渚文化の社会組織

構造、葬儀儀礼、精神信仰、および良渚文化の中心部との相互作用などの問題を研究する上で、蒋庄遺迹良渚文化の

高ランク墓の発見は重要な価値がある。

キーワード：興化 蒋荘遺跡 新石器時代 良渚文化 墓葬 玉琮 玉璧

4.宇宙知識と個人転身：良渚文化玉琮を再考する（李黙然）

要旨：良渚文化玉琮独特の造形はシャーマン式の宇宙知識を内包して、それは儀式の中の「通路」で、1段を載

せて異なる境界域の転身の旅に通じる。上に彫られた獣の面などの主体の文様は良渚人が玉器の上で缲り返し彫

った人、獣、鳥の結合と転化で、この転身の状態はちょうど蝉の脱皮のようで、弦の紋の形式で表示されます。

キーワード：良渚文化 玉琮 宇宙知識 転身 蝉

5.“解釈と解釈企画”：現代博物館転換に影響を与える議題（周婧景）

要旨：博物館は結局 2つの方面の問題に注目する必要があります：博物館の物の情報の伝播に頼って、観客は

情報の伝播の実際の利益に基づいています。後者は長らく無視されてきたが、その重要性は日に日に増しており、

「情報発信における観客の利益」を高めるための新たなテーマとして、博物館に導入されている。説明学の要義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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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문화유산학’학과이론수립문제에대한시론」(王刃餘)
제요:문화유산연구분야의‘학과자격’과설립에대한문제는최근 10여년동안관련분야학자들의중요관

심사였다.이는국가사회의문화자원관리기능과직결될뿐만아니라문화유산의연구행위를관리하는특수성과
도관련이있다.‘문화유산’이‘학문’이되기위해서는무엇보다독자적인연구시각과이에상응하는철학적이고

사회과학적인이론의토대가마련되어야한다.‘유산연구’와기타관련학과와의관계가기술적인‘내실화’의관

계에국한되지않고유산에대한범주는기타기초학과의연구와판단에의해정의되는경우가많으나‘유산학’은

유산행위전체가연구대상이되어야하고유산연구의핵심은가치형성과정에두어야한다.유산이론,유산보호,유
산자원관리이세가지다른연구방향이우리나라의미래에설립될‘문화유산학’의기본내용을대략적으로포함하

고있다.
핵심어:문화유산학,학과설립,문화유산연구，연구패러다임,학과관계,학과시스템,유산이론，유산보호，

유산자원관리

2.「2019년江蘇 常州 天寧區 寺墩유적발굴보고」(南京博物院,常州市考古硏究所)
제요:寺墩유적은 1970~90년대 여러 차례 중요한 유적으로 발견되었으며 寺墩 3호분이라는 이름으로 학계에

알려져있다. 2019년 3월,寺墩유적에대한제6차고고발굴이정식으로시작되었고南京博物院과常州市考古硏究

所가연합하여진행한墩東귀족고분구역북서쪽에대한고고발굴을통해신석기시대의고분,회갱,회구,수정등
의유적지를발견하였고토기,석기,옥기등의유물이출토되어墩東귀족고분구역의구조배치와분기연대등의문

『東南文化』2022년 제5기 주요 논문 제요

々がよりよく理解した上で個人的な意義を創造することを奨励するものであるから、中国の博物館の「所蔵品志

向」から「公共サービス志向」への移行に影響を与える核心的なテーマとなるだろう。現在、北米の博物館界も非常

に重視し、積極的に実行している。その理論的基礎は主に哲学的説明学と構成主義教育学にある。我が国阐释学で

導入推進の変形で理念、技術と制度の3大困難に陥っている、これが主題性、快适に、組織と関連性が含まれ、趣味

が、評価性 6大要素の博物館の解釈の模型、デザインを解釈し企画の内容と大きな枠組みの中で、ビューから理論

と方法で探る中国博物館当代の変形の解読の道。

キーワード：博物館転換 解釈 解釈企画 観客を中心にする

6.視点すなわち視点：危機的視点でのデザイン展企画展（李 磊）

要旨：展示企画には、企画教育の力、社会変革の力、人々を啓発する力があり、また、多元性、応用性、示唆的な価

値があります。危机の視点の下で、展示企画展は視点（実践）のレベルから見て、展覧会の関心のテーマは各社会領

域に発射して、一連の社会問題の解決案を提示します；観点（理論）のレベルでは、世界的な危機と挑戦に対処する

ために、企画思考を育成し、思弁的な意識を持つことを示唆している。視点や視点の価値が相まって、展示企画自体

が「危機企画」となり、公共生活と社会の発展の間に広がる溝に橋を架け、「公共の目覚め」を社会変革の力にするこ

とを目指している。このように危機の視点での展示企画:視点は観点であり、社会的責任を持つ価値と意義を体現

している。

キーワード：博物館展示 デザイン展企画展 危機の視点 視点 観点 社会価値

191


